                                          
协调与疏离：欧洲对美政策探析 


摘    要：自确立联盟关系以来，欧美双方围绕不同议题持续争论和相互制衡，欧洲对美政策也在协调和疏离之间反复变动。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互动是塑造不同欧美联盟关系态势及欧洲对美政策的主要变量，欧美联盟因此有四种不同态势：紧密联盟关系、较密切联盟关系、松散联盟关系和较松散联盟关系。不同态势下欧洲对美政策会有不同的取向。欧洲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问题上的应对验证了以下分析框架，即欧美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的互动，是决定欧洲对美政策是协调还是疏离为主的关键要素。由于特朗普时期和拜登上台以来的欧美联盟分别处于松散和较松散关系态势，欧洲关于伊核协议问题上也分别呈现对美更多的疏离性和协调性特征。欧洲对美政策的这一特性，对管控处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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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国竞争和权力政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大主题，世界主要大国为谋求相对优势展开了激烈竞争。世界权力转移、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相对上升加深了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前者“抱团取暖”，造成经贸摩擦、高科技脱钩等全球分裂态势，并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然而，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关系也受到波及，并因此受到挑战，跨大西洋关系在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内跌至谷底，欧洲[footnoteRef:0]对美政策也更多表现出疏离性色彩。 [0: 作为欧洲主导国的英、法、德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近乎被视为欧美关系的一面镜子。因此，本文将欧洲主要限定于英、法、德三国及欧盟。] 

历史上，欧美关系及欧洲对美政策就呈现出协调性和疏离性特征。冷战时期，美苏的紧张对峙程度能够部分决定美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即当美苏对峙程度较为紧张时，西欧国家和美国都更为看重对方在联盟中的战略地位，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彼此分歧加强合作。而当美苏关系趋于缓和，对苏联的威胁度感知减弱时，欧美关系就出现疏离现象，西欧国家也表现出明显的独立倾向。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大西洋联盟失去了需要共同遏制的敌人，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不仅降低了西欧国家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度，世界权力的转移也削弱了西欧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欧美分歧和疏离现象更为严重。虽然布拉格会议明确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界定为北约的首要威胁，但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威胁度明显不及可能危及生存的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恐惧感，这致使联盟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并降低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而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又会使内部分歧复杂化，并加剧了大西洋联盟的分裂。比如，在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任内，欧美关系因为伊拉克问题而一度进入冰冻期，欧洲对美政策表现出较强的疏离性，而当小布什连任后其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有所减弱，尽管此时欧美双方关系仍不和谐，然而法、德等国却不再反对北约参与伊拉克行动，甚至还对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提供间接支持[1]32-33，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上升。
特朗普执政时期，虽然面临俄罗斯的强硬姿态及伊朗核能力与弹道导弹能力提升的威胁，但美国选择在经贸问题上打压欧洲、施压北约成员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支持英国脱欧并频频单方面“退群”，挫伤了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也导致欧美关系紧张并损害双方合作。法国因此发出了“北约脑死亡”的观点，德国也强调如果美国跨越红线，欧洲就应成为一股抗衡力量（counterweight） [2]，期间欧洲国家也采取了更为独立自主的应对举措，对美政策的疏离性明显。拜登上台后，其政府选择性地让利于欧洲且搁置了部分分歧，并突出价值观在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作用，欧美关系得到缓和，欧洲对美政策协调性的比重增大。不过，美国相关努力仍无法完全弥合既有裂痕，欧洲也没有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比如，在2021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美国强调大国竞争时，欧洲却聚焦非洲大陆疫情防控和安全问题[3]59。欧美裂痕并没有因为拜登上台而完全弥合，如美国不事先通报盟友而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撇开法国成立美英澳核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与拜登上任不久后表示会与盟友就阿富汗等事宜进行磋商及合作的言论形成反差[4]。欧盟在对美国行为表示失望之余又一次开始思考战略自主问题 [5]42。
不仅是欧洲与美国，欧洲国家也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而分为“大西洋派”与“欧洲派”。“大西洋派”的代表性国家——英国，更期望作为欧美之间的调停人和桥梁，甚至会“牺牲”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来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造成德、法对英国的不信任，英美特殊关系亦成为加剧欧美联盟既有裂痕的一个因素。同时，在北约和欧盟扩员后，联盟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进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因为历史记忆、地缘位置等原因，更为重视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会在某些场合采取与德、法不同的对美立场，且欧洲一些国家本来就对德法的轴心作用怀有异议，并对两国以欧洲代言人自居而感到恼火[6]343。这就使当欧美意见不一致时，欧洲内部的团结也会因“亲美”和“自主”而受到侵蚀。这便是欧洲对美政策无法长期维持疏离性姿态的一个内在根源。
因此，如何看待当下欧美裂痕和欧洲对美政策，选取哪个案例较为合适且具有代表性，该案例反映出的欧洲对美政策的特性对我们如何处理好中欧关系具有什么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在回顾文献和界定联盟概念的基础上，[footnoteRef:1]运用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两个变量构建欧洲对美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欧洲关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应对为例，进一步考察欧洲的对美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1:  不同文献根据不同情况将各国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称为“联盟”或“同盟”，为方便行文并避免引起歧义，除却约定俗成的用法或直接引用的情况，本文统一使用“联盟”一词。] 


一、文献回顾
    
学界对不同时期的欧美关系及欧洲对美政策作了深入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倾向于把欧美联盟关系与欧洲对美政策作为两个分开的议题来进行考察。
关于欧美联盟关系，学者们将考察重点放在不同阶段的欧美关系上，对导致欧美联盟分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footnoteRef:2]其观点认为，影响欧美关系的因素既有缘于欧美关于战略利益判断的差异，也有由于双方关于理念及具体问题处理方式。学者们还就联盟分裂对欧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发展态势作了简要评估。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外部威胁的消失或内部分歧增多等因素，一些学者对欧美联盟前景期待不高，并作了不那么乐观的预判，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威胁论”和“内部分歧论”。基于对联盟传统的定义和功能的看法，“外部威胁论”认为，由于外部威胁的消失或其强度的减少，导致北约面临失能的可能性。[footnoteRef:3]“内部分歧论”则指出，由于内部分歧的困扰，欧洲主要国家会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跨大西洋关系的纽带正在遭受挑战并不可避免地减弱，[footnoteRef:4]亦可能会在某一时间节点终结乃至破裂。[footnoteRef:5]关于欧洲对美政策，学者们基于理念分歧、关系不对等及实力相对变化等因素，对相关欧洲国家对美政策调整的背景、动力及特点进行了解读，可以分为“理念分歧论”“关系不对等论”和“实力变化论”。“理念分歧论”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美政策的转向和调整是部分基于前者对美国行事理念和手段的不认同所致。[footnoteRef:6]“关系不对等论”认为，欧美对外政策分歧的一大原因在于二者关系的不对等。[footnoteRef:7]而“实力变化论”则把欧美实力对比变化作为解释影响欧洲对美政策变化的一个变量，以此阐明随着经济实力和自信心的恢复，欧洲有能力捍卫自己利益。比如，由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实力和自信心的上升，欧洲由此具有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倾向，并导致双方对外政策的差异。[footnoteRef:8] [2:  参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1984), pp. 489-494; Dunn David Hastings: “Assessing the Debate, Assessing the Damag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Bus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2009), pp. 16-21; 冯仲平：《当前欧美矛盾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第6-9页；宋芳、洪邮生：《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美关系新变化》，《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第55-62页。]  [3:  参见 Mearsheimer John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1990), p. 5.]  [4:  参见 Kagan Robert,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June 2002, p. 27; 林利民、张蓓：《美欧矛盾的性质及其未来趋势》，《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46页；周琪：《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欧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5页；Riddervold Marianne and Newsome Akasemi,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crises and EU-US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0, No. 5(2018), pp. 517-518; 阴玥、季乃礼、李雪超：《从特朗普的政治动机看美欧关系》，《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1期，第7页；郑春荣、倪晓姗：《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61-62页；金玲：《欧美关系重塑：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49-50、67页。]  [5:  参见 Schwartz Peter and Randall Doug: “Ahead of the Curve: Anticipating Strategic Surprise”, in Fukuyama Francis ed., Blindside,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107; 
 Gordon Philip H. and Shapiro Jeremy, “How Trump kill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2019-03-05,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how_trump_killed_the_atlantic_alliance/; Петр Акопов: “Европа обречена на союз с Китаем против США,” 2019-03-27, 
https://vz.ru/politics/2019/3/27/970174.html, 2021- 11-03.]  [6:  肖汉森：《从德国反对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看德美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04-105页；Schreer Benjamin, “A new ‘pragmatism’: Germany's NATO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4, No. 2(2008), p. 395; 沈孝泉：《冷战后欧美关系遭遇的严峻挑战》，《当代世界》2013年第10期，第45页；郑春荣、范一杨：《特朗普执政以来德国对美政策的调整:背景、内容与特点》，《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9页；张健：《欧盟对美政策调整的原因及趋向》，《当代世界》2019年第6期，第31-32页。]  [7:  参见 朱绍中、赵亚鹏：《平衡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析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对美政策》，《德国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页。]  [8:  参见 火正德：《对欧美关系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第50页；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47页；邢骅：《跌宕起伏的美欧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第36页。]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有以下不足：其一，鲜有从欧美联盟分裂的视角解读欧洲对美政策。从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关系史看，每当外部威胁强度增大时，欧美关系就趋于紧密，欧洲对美政策中的协调性比重会增多；而当外在威胁强度较小且欧美内部分歧严重时，欧美关系就趋于松散，欧洲对美政策会出现较多的疏离姿态。尽管少量研究涉及到欧美关系与欧洲对美政策之间的联系，然而其只是被作为研究背景，少有探究欧美联盟疏离关系影响欧洲对美政策的机理。其二，学界虽然提出冷战结束后外部威胁降低或内部分歧增多是欧洲国家转变对美政策的原因，但大多没有考察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之间的联系机理，将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割裂进行解读，难以对短时段内欧美关系转好以及伴随的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成分增多做出较好阐释，即无法说明欧洲对美政策的反复性。比如，“实力变化论”就无法充分说明在欧美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而特朗普上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对美政策具有了更多疏离性，亦无法解释在拜登（Joseph Biden）入主白宫后，欧美联盟的裂痕又得以部分修复且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上升的现象。也就是说，期间欧美实力的对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欧洲对美政策却发生了转变。总之，由于缺乏欧美关系变化与欧洲对美政策变动的整体分析框架，学界解释欧洲对美政策有些碎片化。本文试图提出在联盟协调与疏离互动的视角下欧洲对美政策的整体分析框架，以弥补这一缺憾。

二、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互动模型与欧洲对美政策的分析框架

联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一种治国谋略、国际组织以及成文或非成文的援助，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他们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7]12，意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协议”，其假定是“在发生军事性质的意外事件时彼此协调行动”[8]423，通常跟国家安全相关，涉及成员国在可能涉及武力使用的相关安全承诺与合作，并针对特定对象[9]40。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且必然针对某个国家或特定国家集团[10]219-220。以上相关定义更多地将联盟聚焦于权力聚合及相应的军事威胁应对，几乎不涉及其他目的及功能，这不能反映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联盟的真实状态。比如，北约是西欧和美国针对苏联“威胁”及遏制共产主义而创立的。但在演变过程中，其功能从聚焦军事威慑发展到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及环境等多项议题，使其既可以应对外部威胁，也能够就内部分歧进行磋商和协调，是欧美进行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的平台。由于北约具有抵御军事威胁以外的目的和功能，因此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同于以往的军事联盟，更像为共同利益而通过条约组成的国家联合体。正是共同利益在政策与行动上体现得不成熟时，才需要借助联盟条约使利益明确和有效[10]221。所以，自北约成立之日起，虽然欧美在总体目标上能够近乎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存在偏差，时有分裂倾向，即欧美关系表现出协调性与疏离性，只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于外部威胁和内部分歧的互动会产生紧密程度不同的联盟态势，继而导致联盟内部成员针对彼此的不同政策，因此进入21世纪，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后，欧美联盟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分歧出现新变化，欧洲对美政策也受到很大影响。

（一）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互动对联盟关系的影响
如果成员国对联盟存在的主要目的有分歧，拒绝公平分担集体安全财务负担，并在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各持己见以及相互怀疑彼此的诚意和意图，那么联盟就难以维持[11]240。归结起来，就是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两大变量。国家间利益可以重合及让渡，但在本质上并非完全一致，而相异的利益又难以完全兼容。因此，联盟自创立之日起就暗藏导致双方不和的因素并伴随有分裂趋势，该趋势缘于成员国间关于战略理论和实践、威胁认知、资源禀赋、实力差距、政治理念、行事手段的差异而存在分歧，即使是在重大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并彼此猜忌，这是联盟离心力的来源，亦使联盟结构松散。因此，“联盟能否维系取决于基本利益是否一致”[10]223。联盟关系因此可以分为松散联盟关系和较松散联盟关系。同理，安全是联盟得以成立并维系的一个因素。群体共同外部威胁的存在，能够在客观上促进联盟群体内部的团结与认同[12]43。因此，外部威胁和紧张局势能够起到联盟向心力的作用并抑制联盟内部的分歧，强化成员国对彼此的需要感，形成紧密或较为紧密的联盟关系。具体来说，如图1所示，基于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的互动，联盟会形成四种态势。

1.外部威胁强、内部分歧不严重：紧密联盟关系
“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和难以避免的现象”[13]173-174。当联盟与外来威胁者严重对抗而使时局紧张，[footnoteRef:9]外部威胁使联盟成员国忍受联盟主导国的“颐指气使”，做出更多妥协和让步，因为他们的安全赤字只能部分通过主导国来填补，而主导国也能宽容成员的“搭便车”行为，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会在联盟内部进行化解，此时联盟处于“黄金期”。北约成立后，由于一些成员国不想承担更多义务，联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欧美引起了巨大恐慌，西欧更是认为这是苏联即将对欧洲发动进攻的先兆。随着战争的升级，欧美关于苏联威胁的共同知觉也随之上升到新高度[12]65。尽管由于地理位置和军事实力的不同，欧洲担忧美国在朝鲜的军事投入会影响其对西欧的军事承诺，欧美双方的政策分歧也一直存在，但共同的威胁认知使双方的分歧能够得到及时化解，并没有对联盟的紧密程度造成过多影响。比如英美虽然在干涉台湾、要不要把战争扩大至中国大陆，以及是否将中国定义为“侵略者”等方面存在分歧，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使英国为了不过分开罪美国并危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14]48,50,53。与此同时，美国也明白若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其全球战略的推进和国际影响力会受到消极影响。所以，美国也不会完全不顾及欧洲的反应。比如，在讨论扩大朝鲜战争行动方案时，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不无担心地表示该做法可能不仅得不到英法等国的赞成，反而会使联盟关系紧张乃至破裂[15]32。再有，在美苏高度紧张对峙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虽然对法国提议的欧洲煤钢联营不无顾虑，但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美国对此几乎是全面赞成[6]223。 [9:  当然，如若外来威胁过大且联盟无法应对时，存在成员国解除既有联盟关系而选择追随威胁来源的可能，这也引向了关于联盟生成的分析，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2.外部威胁强、内部分歧严重：较密切联盟关系
外部紧张局势会压缩联盟内部进行讨价还价的空间，使分歧从属于共有的威胁认知。因此，如若处置得当，外部威胁会重振和激活联盟关系，增加联盟成员对彼此的政治互信，使其为了共同安全利益把既有分歧暂时搁置，以加强联盟团结和协调。比如，尽管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擅作主张，不向西欧盟友通报引起了相关国家的不满，削弱了联盟的团结，但总体而言，后者几乎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支持[16]264-265,271,449，英法也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因为相比与美国的纷争，来自苏联的威胁是致命的。可见，北约的团结是基于苏联产生的威胁[17]85-86。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尽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感到担忧，但欧洲仍以毫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作出回应，并暂时搁置此前与美国在多边组织、《京都议定书》及国际刑事法庭等方面的分歧，还主动要求派兵参加阿富汗战争，因为该恐袭是对欧美双方共有价值观和利益的威胁。同样，奥巴马时期，欧美关系曾一度因债务危机应对、“转向亚太”、监听事件而遭到挑战，但“克里米亚事件”却让跨大西洋关系升温，并促使欧洲配合美国的对俄政策。因为在欧洲看来，俄罗斯的行为无异于在挑战并威胁地区秩序。从这个角度而言，联盟中的合作以及内部分歧的搁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威胁的推动。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高强度的外部威胁使联盟关系紧密，但由于内部分歧严重程度的差异，造成了紧密和较密切两种联盟关系状态，成员国在两种态势下的表现也有区别。一是相互妥协问题。在紧密联盟关系中，尽管由于不对称的安全依赖关系，使相对弱小的一方常向主导国做出妥协，然而由于高强度外在威胁的存在，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主导国也会相应做出让步，即利益的让渡是相互的。在较密切联盟关系中，让步行为基本由相对弱小的一方做出。比如，朝鲜战争中，不仅英国向美国做出妥协，在前者压力下，美国也删除了针对中国制裁中的挑衅性语言[15]27。而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英、法两国则是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被迫单方面让步，因为欧美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分歧更为突出，利益更加难以调和。且欧美本身就存在实力和安全依赖的不对称，联盟中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会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彼此分歧问题。在紧密联盟关系中，分歧是能够得到化解的。而在较密切联盟关系中，由于分裂态势趋于明显，分歧严重程度较大，所以分歧更多是被暂时搁置，且由于搁置有较强的外部力量的推动，因此有日后“复发”并引起内部不和的可能。比如，尽管一度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持否定态度，但在美、英两国劝压下，法国同意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使后者加入北约的“巴黎协议”[6]91。而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小布什政府发出“邪恶轴心”论断并意欲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后，欧美再次围绕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发生争执。三是成员国协调程度的不同。相比于较密切联盟关系，紧密联盟关系中的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度更高，持续的时间也更长。比如，朝鲜战争中，因为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和内部分歧严重程度不大，欧美双方相互做出妥协，且在战争结束后双方互动仍有较高程度的协调性。而美苏关系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趋于缓和后，美欧双方政策协调性减少，法国不仅在越南问题上拒绝追随美国签署谴责越南人民的共同声明[6]215，还反对美国在自己本土部署核武器并迫使北约总部迁出巴黎。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对欧政策，部分就是为了惩罚和孤立法国[18]132。

3.外部威胁弱、内部分歧不严重：较松散联盟关系
如果说威胁带来的恐惧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联盟的裂痕，那么随着外部威胁消失或减小，安全威胁趋于弱化则会削弱成员国对彼此和联盟的“忠诚度”，降低其威胁感及安全关切的一致性，这会影响联盟的合作。因为当国际环境没有明确且紧迫的威胁时，国家通常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选项[19]25。同时，既有或潜在的并不算严重的分歧会在离散成员国关系上产生一定作用，而政策步骤的不一致又使其在相关政策上拉开与其他成员的距离甚至是相互抵触，进而扩大联盟裂痕。此时，联盟的团结部分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关乎彼此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妥协、调整既有政策以及他们是否相信联盟能继续发挥作用，以不至于让成员置联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正是因为共同的外部威胁减弱，尽管联盟内部分歧不大，然而联盟的团结亦难以得到进一步深化。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联盟的目的不再是防务，其存在的主要理由变成了缓和紧张局势。而美国在欧洲驻军的二十年，也已减少欧洲对苏联进攻和美国撤离的恐惧心理[18]102,112。这就会部分地改变欧洲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方式。如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缘于对苏联能源的不同依赖以及关于对苏缓和所起作用的迥异看法，欧美做出了不一致的反应[20]837。然而，苏联威胁的存在会使欧美弥合分歧并探寻共同点。所以，虽然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以及美国同联邦德国因贸易战及其他原因争吵不断，致使美德关系趋向冷淡，但双方的矛盾也没有达到不可调和并出现重大冲突的地步[21]250，更不致使联盟濒临崩溃。

4.外部威胁弱、内部分歧严重：松散联盟关系
联盟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外无强大威胁，内有巨大分歧。因为虽然外部威胁强度减弱会减少联盟成员国关于被牵连或被抛弃的担忧，但也能降低联盟对于成员国的价值，继而削弱联盟内部的同舟共济感，使联盟机制弱化甚至失能。首要威胁的消失会降低联盟存在的合理性，威胁对联盟压力的减少在加大成员国彼此间既有威胁感知差异的同时，还能减轻成员国对主导国的安全依赖、削弱主导国对联盟的影响力并压缩二者妥协空间。此时，成员国更难以在利益让渡上达成一致，利益上的冲突能够动摇维系联盟存在的基础，既有的严重分歧也可能会激化内部斗争，危及成员国之间全面关系，使成员国“各自为政”。如果联盟难以及时进行调整或转型，那么它将面临动荡乃至解体的风险。因此，在东西方关系最为紧张的冷战时期，虽然欧美盟国存在冲突，但鲜有争论或怀疑联盟的团结，而在相对缓和时期，美国就有人质疑联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欧洲人则担心美国为了迎合与苏联搞好关系的需要，可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甚至认为美国把美苏缓和看得比北约更为重要，而美国也对这些想法感到愤然[22]216,221。所以不难理解，三次“北约过时论”的出现都有威胁减少且联盟内部出现分歧的背景[23]131-139。
不难发现，外部威胁强度的减弱使联盟处于松散态势，该态势也使成员国的政策协调度低于联盟关系紧密时期。同时，也因为分歧严重程度的差异，造成了联盟关系较松散和松散两种态势。在不同态势下，成员国间的互动也有所不同。一是相互妥协问题。在较松散联盟关系中，主导国和其余成员国会选择性地相互让渡利益，从而搁置分歧。而在松散联盟关系中，让步基本由主导国之外的成员国作出。比如，特朗普执政时期，强硬且胁迫地要求欧洲企业撤出伊朗，后者迫于无奈而最终撤离。拜登上台后，在没有表示会制裁相关欧洲企业的情况下，欧洲国家也鲜有鼓励本国企业重新“进军”伊朗。二是搁置分歧问题。在较松散联盟关系中，分歧的搁置既有包括主导国在内的成员国的主观意愿，也有像外部威胁强度增大的外力推动。而在松散联盟关系中，由于分裂态势已趋近极限，所以使实力相对较弱的成员国做出单方面让步并搁置分歧行为的，更多是源于外部力量的推动，成员国主动修复彼此关系的需求减弱。比如特朗普和拜登时期，促使欧洲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与美国协调的力量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的协调更多缘于外部威胁的推动，而后者则既有外部威胁的推动，也有内部分歧减少的驱动。三是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度和时间维系长短存在差异。相比于较松散联盟关系，因为妥协和让步更多地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推动，所以处于松散联盟关系中的成员国，彼此的政策协调度较低，其维系时间也较短暂，最可能出现政策协调和疏离的反复性。比如，小布什时期，欧洲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极力与美国协调，但不久后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单边主义行为又促使欧洲的对美政策呈现疏离性特征。[footnoteRef:10] [10:  这也说明，由于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变量二者互动的关系，欧美联盟态势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 




图1.威胁、分歧的互动与联盟紧密程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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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对美政策的分析框架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的联盟态势下，欧洲对美政策会呈现何种姿态以及为何会呈现相关反应。基于前文对联盟关系的考察，本文假设：在联盟疏离态势下，欧洲对美政策会受到外部威胁强弱程度和内部分歧严重程度的影响，如图2所示。如果联盟面临的外在威胁强度较大，欧洲的对美政策将呈现更多协调性；反之，其政策的疏离性将相应增多；如果联盟内部分歧的严重程度较高，欧洲对美政策会具有更多疏离性；反之，其对美政策的反应则更具协调性。

图2.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与疏离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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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箭头方向表示相关值朝增大趋势，笔者自制

如若只单独考察外部威胁或内部分歧单一变量，容易造成聚焦于单向解释欧洲对美政策协调或疏离的趋势，而无法就欧洲对美政策的反复性特征做出解释，为此，需要考察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两个变量及其联系机理。本文认为，处于变动状态的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两个变量及其互动共同影响欧洲对美政策，且存在其中一个变量起主导作用亦或二者同等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当威胁强度较大而分歧严重程度较低时，威胁变量起主导作用。由于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互动，外部威胁强度可能趋于平稳或得到缓解，而内部分歧却存在加剧的可能。当内部分歧严重程度相应升高并逐步“冲淡”外部威胁的主导作用时，内部分歧就会与外部威胁达到一种平衡或趋向主导地位。而当外部威胁变强时，它将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这需要决策者让渡局部利益以调和内部分歧。在威胁强度一定的情况下，成员国间政策的协调性和疏离性取决于内部分歧严重程度的变化：分歧严重程度低则协调性强，分歧严重程度高则疏离性强。同理，在内部分歧一定的情况下，成员国间政策协调性和疏离性取决于威胁强度的改变，即便在成员国间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威胁多来源于突发事件，具有紧迫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成员国的政策选择，而联盟的“刚性束缚”又进一步压缩了选择空间，使其不得不暂时搁置既有分歧来应对威胁，并提升成员国彼此间的政策协调性。
因此，当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强度大，内部分歧严重程度低时，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最高；当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强度大，而内部分歧严重程度高时，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则会降低；当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强度小，内部分歧严重程度低，在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降低的同时，疏离性会相应上升；而当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强度小，内部分歧严重程度高时，欧洲对美政策将最具疏离性。也就是说，当欧美关系处于第一和第二象限时，二者关系较为紧密，欧洲对美政策更具协调性，而处于第三和第四象限时，欧洲对美政策更具疏离性。可见，上述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国际体系和国家单元两个层次，欧洲对美政策大幅度调整并不必然涉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x和y轴没有正负值而只有大小之分，两个轴的交叉点亦不代表“0”，即在x轴上，越往右欧美间的分歧严重程度越高，在y轴上，越往上欧美面临的外在威胁强度就越大，反之亦然。
基于威胁与分歧二者互动的机理，本文认为，特朗普执政时期，内部分歧变量占据欧洲对美政策的主导地位，欧美关系处于松散态势。因为克里米亚危机后，欧洲虽把俄罗斯视为威胁并施加制裁，双方关系也在恶化与回暖之间摇摆，即使有军事博弈，但双方的冲突更多表现在政治、外交及经济领域，且由于欧俄双方的行为较为克制，没有一触即发之势或大军压境而带来的紧迫感，体现为“没有那么紧张”的态势。而且欧俄关系转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俄关系恶化的驱动，并非欧洲自主为之。在没有紧迫威胁时，欧洲在安全政策问题上可不必完全依赖于美国，有更多的选择自主性，欧洲对美政策更具疏离性。此外，特朗普政府态度“蛮横”，几乎处处与欧洲争利，在一系列问题上少有妥协和让步姿态，甚至还一度向俄罗斯示好并质疑北约的价值，使联盟整体利益从属于联盟内部分歧。因此，欧洲对美政策表现为若即若离，在疏离和协调之间摇摆且倾向于前者，其协调性也更多是欧洲单方面做出且迫于威胁的推动。
拜登上台至今，内部分歧变量的主导作用减弱，外部威胁变量显现，欧美关系位移至较松散态势区间，且朝较密切联盟关系区间移动。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理念与欧洲趋近，并在部分领域向欧洲做出让步使欧美出现了更多的相互协调空间。不过，以下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欧美关系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第一，虽然俄罗斯拥有相较于欧洲占优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且2021年北约峰会也继续将俄罗斯定位为“威胁”[24]，但毕竟俄罗斯的体量已无法与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提并论，其给欧洲造成的压迫感不是那么强烈。第二，北约的东扩也加大了西欧的战略纵深，部分缓解了西欧应对俄罗斯的压力。对英、法、德三国而言，其威胁并非迫在眉睫。第三，中国的崛起使美国将战略重心难以逆转地调向印太地区，与欧洲的战略重心存在差异。因此，欧洲对美政策既有协调，亦有疏离。即便由于俄乌冲突这样突发事件的外在影响，使跨大西洋两岸关系进一步修复，欧美关系也朝较密切联盟关系区间移动，但外部威胁的强度可能得到缓解，其作用也会被“冲淡”，表明密切联盟关系难以持久。而且，拜登政府也在部分领域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并选择性地忽视欧洲盟友的利益，[footnoteRef:11]如美英澳核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使法、澳潜艇合同泡汤，美、法关系因此出现较大裂痕。 [11:  这也说明，如无外来威胁的推动，当下欧美关系难以移动到第二象限，即紧密联盟关系的态势上。俄乌冲突的爆发，则充当了使欧美关系朝第二象限移动的因素。] 


三、实证考察：欧洲关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应对

本文选取欧洲关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应对策略作为考察对象，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虽然在诸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政府持不同的立场，但又没有哪个问题像伊朗问题这样使双方的分歧如此凸显[25]1。而且，伊朗核问题牵涉面较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及地区权力结构等问题。比如，虽然欧洲与美国在反对伊朗获取核武器、提高铀浓缩水平、发展弹道导弹能力以及扩大地区势力范围等问题上有共同立场，并将核扩散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但理念、实力、地理位置以及与伊朗经贸联系关系紧密程度的差异，让二者在该地区有并不完全一致的利益关系、战略考量及政策方向，所以在采取何种手段及其烈度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使得欧美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该问题，即二者处理方式上的分歧可能导致欧美松散关系进而使欧洲对美政策体现更多疏离性色彩。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基本是一个常量，[footnoteRef:12]这就部分排除了外部传统安全威胁变化的干扰，[footnoteRef:13]即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的强硬程度基本决定了欧洲在此问题上对美协调或疏离程度。此外，欧洲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政策应对经过了美国两届不同政府，如此不仅可以考察欧洲在同一总统任期内对美政策反应的微妙变动，还能就欧洲在此问题上对不同政府立场的差异进行探究，以更好验证本文章假设。 [12:  比如，北约认为俄罗斯构成的威胁虽然客观存在却并非一触即发。参见 冯存万、林宇薇：《北约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调适——兼论后疫情时代的北约发展趋向》，《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5期，第17页。]  [13:  比如，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欧美共同把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德国也主动宣布增加国防开支，且向处于冲突中的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此时欧洲关于伊核协议的对伊朗声明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谈判的暂停也并非由于俄乌冲突所致。] 

笔者认为，从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到拜登上台至今，欧美关系分别处于松散态势和较松散态势，欧洲对美国的政策应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期间，伴随欧美内部分歧及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欧洲对待美国和伊朗的态度出现了几次改变。同时，欧洲也出台了挽救伊核协议的相应措施，因欧洲自身实力不足或欧美关系的改善而虎头蛇尾或被搁置。
从特朗普上任伊始至其下台，欧美关系基本处于松散态势，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径与欧洲所秉持的多边主义理念激烈碰撞，欧美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及环境等领域多次出现摩擦，欧美分歧使跨大西洋关系一度跌至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欧美联盟受到明显冲击。比如，特朗普政府不仅在防务分担、贸易不平衡以及数字税收上向欧洲发难，接连退群也给欧美合作前景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特朗普还把欧盟比作“敌人”（foe）[26]，降低欧盟驻美国大使级别，赤裸干涉欧洲国家内政及反对欧洲一体化，并严重质疑联盟价值，甚至威胁退出北约。而当与美国的分歧严重程度较高且面临的威胁不那么紧迫，使联盟关系趋于松散时，欧洲独立于美国的倾向会更为明显，其对美政策也更具有疏离性特征。拜登上台后，欧美联盟关系有所恢复，疏离态势有所缓解，联盟处于较松散关系态势，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比重提升，更为配合美国的对伊政策。这其中不仅有欧美双方行事理念更为接近的缘故，也有伊朗态度日趋强硬等因素的推动作用。

（一）松散的联盟关系：对美国若即若离
特朗普执政时期，内部分歧变量占据主导地位，欧美联盟处于松散态势，欧洲对美国政策呈现出较多的疏离性特征。但与此同时，伊朗间或地展现强硬姿态，让欧洲不得不暂时偏向美国，欧洲对美政策因此表现得若即若离。根据其政策特征，可分为偏袒伊朗、偏向美国和“敲打”美国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偏袒伊朗
这一阶段是欧美分歧集中爆发的时期，欧美双方围绕钢铝和汽车关税、防务费分担、全球治理以及数字税等问题展开博弈。二战结束以后，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历来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27]511，但特朗普政府却无视欧洲盟友和多边主义这一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支柱，其政府的“退群”行为也给跨大西洋联盟带来不确定性。
就伊朗核问题而言，欧洲普遍与伊朗经贸往来密切，是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其中，意大利是欧盟对伊朗最大出口国，德国是欧盟对伊朗最大进口国[28]，而且自伊核协议签署以来，仅2016年欧盟从伊朗的进口就增长了334.8％，出口增长了27.8％[29]159。2018年前三季度，欧盟与伊朗的双边贸易达到了148.9亿欧元。与2017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在九个月内增加了7.5%[30]。并且，欧洲还可以从伊朗进口比其他出口地价格更为低廉的石油，有助于欧洲能源进口的多元化。这就意味着美国在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情况下，欧洲将经历明显而持久的阵痛感而受到伤害。同时，美国不顾盟友劝阻退出伊核协议，也是美国忽视欧洲盟友关于其周边安全关切的表现。不像美国那样有两大洋的水域屏障，与中东距离并不遥远的欧洲对该地区局势的变动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包括地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会严重威胁欧盟的安全[31]68。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可能使欧洲周边面临不稳定前景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欧洲将自己视为规范性和进步性力量的代表。部分缘于军事力量不足的缘故，欧洲倾向于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主张通过谈判、外交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高压和军事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6]350。因此，它重视多边机制和多边谈判达成的成果，不会轻易退出自己签署的协议和条约。且伊朗在这个阶段的态度和表现较为温和，行为亦比较克制，这降低了欧洲的威胁感。所以，这个时期，欧洲不仅在言辞上对美国予以抨击，也密集出台相应措施抗衡美国。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至伊朗于2019年5月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之间，欧洲多次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明对伊核协议的政治支持，多数时候更偏向伊朗，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抨击。比如，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的当天，英、法、德三国就发布了紧急联合声明。他们对美国退出协议表示遗憾，敦促美国确保伊核协议能够保持完整，并避免做出妨碍其他相关方全面实施该协议的行为，同时也劝告伊朗应对美国的决定保持克制并继续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32]。而在美国启动对伊朗的第二轮制裁后，三国在对美国的进一步施压深表遗憾的同时，还承诺致力于保持和维护与伊朗的有效金融渠道以及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33]。此外，欧盟领导人也对美国的行为进行抨击，如2018年底，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毫不讳言地指出，“特朗普通过贸易争端和退出伊核协议，让欧洲丢掉了对美国的所有幻想”[34]。不过，欧洲国家也存在对伊朗的不信任感。就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不到一周后，英国就表示在伊朗弹道导弹试验及其在中东地区的活动问题方面，与美国意见一致[35]，而其时德、法两国还没有公开发表此类言辞。这表明英国与德、法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同时，也说明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中东地区稳定问题上，欧美具有近乎一致的利益，只是由于决策者间不同的手段倾向导致双方龃龉而使联盟关系变得松散，让欧洲的立场暂时偏离美国，这也预示了日后欧洲向美国立场靠拢的倾向。
伴随多次口头支持，欧洲也有袒护伊朗的具体措施。在美国于2018年8月6日宣布将对伊朗重启金融、汽车等一系列制裁后，为保护欧洲企业权益并鼓励相关企业继续坚守伊朗市场，欧盟针锋相对地宣布更新“阻断法令”，并在随后建立特别支付手段（SPV）的新支付机制及贸易往来支付系统（INSTEX），试图创立独立于美国的交易系统，以绕开美国制裁。这不仅是欧洲坚守伊核协议的体现，也是欧美联盟分裂背景下欧洲制衡美国“长臂管辖”的举措，彰显了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决心。正如时任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所言，欧洲需要打造多边主义者联盟对“美国优先”进行制衡，并在货币领域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支付系统[36]62。所以，当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迫于美国压力停止对伊朗银行提供服务后，欧盟于2018年12月发布了《加强欧元国际地位》文件。文件列举了加强欧元国际地位的6项措施，其中两项就跟美国的长臂管辖及对欧洲企业的保护相关。不仅如此，文件还强调欧盟需要在能源、商品及运输等关键领域增加欧元的使用，因为过度依赖美元会使欧洲企业面临货币及政治上的风险[37]4-5,12。不难看出，该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而发布的，展现了欧洲强烈独立于美国的政策意向。此外，2019年2月，在由美国主导的关于伊朗议题的华沙会议上，欧洲主要国家如英、法、德三国都没有派出其首席外交官出席。其中，法国只派出一名次级外交官与会，德国则派出了副外长，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虽参与了关于也门问题的四方会谈，但他并没有出席关于伊朗议题的峰会。这与美国方面派出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形成鲜明对比。无独有偶，在冷战时期，即便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威胁，欧洲也因欧美分歧而在对美政策上表现出疏离倾向。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美国抛开欧洲而不让欧洲人参与能对欧洲产生影响的决策后，大西洋两岸关系因此受损并对欧洲对美政策造成消极影响。其中，联邦德国要求美国停止使用其港口运送给以色列的补给，英国要求美国对使用其基地保密，法国则是直接表明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就连意大利和希腊也不同意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38]336。 
不过，自身实力的局限以及安全不对称相互依赖束缚了欧洲的自主空间。第一，欧洲内部因难民、不同的对美认知以及英国脱欧等问题趋于分裂。其一，由于不同的历史遭遇、本国承受能力以及文化因素的差异，欧洲国家因难民分配问题趋于紧张。这挑战了欧洲的团结，暴露了欧盟决策机制的困境及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危机。而崛起的疑欧民粹主义政党，又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使欧盟“碎片化”，减损了欧盟的行动能力。其二，缘于地缘政治、历史遭遇等因素，不同欧洲国家对美国认知存在差异。比如，在美国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后，德国表示特朗普政府从未关切过欧洲利益，法国则强调美国的核安全保证不可信。相反，英国却看重美国的核保护并支持美国的退约决定。波兰则不仅拥护美国的决定，还表示可在本土部署后者的中程导弹[39]126-128。而且，对美国有着单向安全依赖的中东欧国家也普遍对德、法两国关于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提议缺乏认同感。更有甚者，其中一些国家还把“战略自主”视为法国主导的反美主义阴谋[40]9。因此在欧洲维护伊核协议的进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东欧国家的身影，也基本没有出现英国单独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行为进行抨击的情境。其三，英国的脱欧减轻了欧盟的体量。虽然英国被喻为三心二意的伙伴乃至是打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其离开也部分减少了欧盟用同一声音发声的内部阻碍，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存在也为欧盟在诸多议题的达成和推进上助力不少，其离开无疑会大幅削弱欧盟的实力。
第二，欧洲实力有限。即便处于相对衰落阶段，美国仍掌握着金融体系霸权，现如今国际交易也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是欧洲难以撼动的。而且欧盟在实质上只是一个欧洲国际组织而非主权国家，其框架亦难以完全约束所有成员国。由于不同的实力和地域差异，不同国家在其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安全关切。在涉及到成员国自身的安全问题时，它们的中东政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盟偏离[31]9-10。这决定了相关国家在必要时优先考虑的是自身而非欧盟的整体利益，某些成员国甚至还会抵制欧盟的政策，使欧盟难以采取一致和坚定的行动。欧洲因此难以长期承受制衡美国的成本，相关措施也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并不赞同对现有的伊核协议进行涉及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和伊朗区域影响力等方面的修改，但英、德、法三国的表态却并不排除这一选项。所以，欧洲针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施加对伊朗制裁实施的一些应对策略，大都雷声大雨点小，很多欧洲企业在欧盟宣布更新“阻断法令”前就撤离了德黑兰，贸易往来支付系统也没能帮助欧洲从伊朗重新进口石油，无异于变相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为了不“引火烧身”，几乎没有欧洲国家愿意将新支付机制设立在本国。
第三，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更多的是策略而非目标利益上的分歧，二者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联系方面具有稳定的社会基础[31]69。这就不会让欧美走到严重对立的局面。因此，即便出台了反制措施，欧洲也较为克制，更多地选择将矛头对准伊朗或自身企业，[footnoteRef:14]而非选择打击美国，以避免造成欧美联盟关系出现不可逆转的结构性损害，并为双方关系的改善留有余地，因为欧洲仍需要依赖美国来处理安全问题。比如，在重启阻断法令后，欧洲也刻意强调将致力于与美国的合作并仍然将后者视作关键的伙伴及盟友[41]。这就表明即便存在巨大分歧，北约“美主欧从”的结构性约束亦使欧洲无心将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冲突蔓延至军事安全领域。 [14:  比如，欧盟表示，如果欧洲企业屈服于特朗普政府第二波制裁的威胁并停止在伊朗的业务，那么它们将被欧盟处罚。参见 Russia Today, “EU will punish own companies if they comply with US sanctions on Iran, says Mogherini aide,” 2018-08-07, https://www.rt.com/news/435352-eu-sanctions-companies-iran/, 2021-11-11.] 

不难看出，当内部分歧占据主导地位，欧洲的自主倾向较为明显，对美政策会呈现较强的疏离性，相关言辞和措施有很强的针对美国的意味。与此同时，由于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互动的影响，使得欧洲对美政策会在协调和疏离之间反复。居于从属地位的外部威胁也仍然发挥着向心力的作用，并有“淡化”内部分歧主导地位的趋势，使政策协调性相应提升。如此，造成了欧洲对美政策的微妙变动，也导致欧洲对美制衡的意愿有限且政策疏离的态势难以持久的结果。
第二阶段：偏向美国
这一阶段，欧洲的立场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其态度跟美国更为接近。不过，欧洲在这一时期偏向美国并不意味着欧美关系的好转。因为美国不仅没有取消于2018年底向欧洲征收的钢铝关税，还对欧洲生产的飞机和农产品征收高关税，并对参与“北溪2号”项目的欧洲企业进行制裁[42]152，155。同时，美国不顾欧洲盟友劝告执意退出《中导条约》，且可能不会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这二者对于欧洲的战略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2020年的慕尼黑峰会就以“西方缺失”为题，昭示了欧洲的不安及欧美巨大分歧所导致的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由此可见，欧洲靠近美国更多缘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而美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则迫使欧洲向美国靠近。
当伊朗从2019年5月8日因美国施压而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后，欧洲批评和警告的对象从美国转变成伊朗，并试图在伊核协议中加入进一步限制伊朗导弹计划及其他发射装置等内容[43]，对伊朗施压的姿态变得明显起来。相反，当特朗普政府以应对伊朗威胁为由向沙特出售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在内的军火及核技术时，欧洲却选择性地忽略。并且，在美国对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进行“定点清除”后，不仅欧盟和法、德两国对此噤声，不对该可能触发冲突乃至战争的行为表示谴责，英国甚至还强调美国“有权自卫”[44]。因为在欧洲看来，苏莱曼尼正是伊朗进行地区扩张活动的代表性人物，其被暗杀在欧洲国家看来无疑消除了一个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威胁来源，美国的行为具有“合理性”。而且，苏莱曼尼被暗杀的时间点又几乎与伊朗宣布取消所有伊核协议对其限制措施的日期重合。所以，欧洲的相关声明似乎是避重就轻，只对美国可能造成紧张局势升级或严重后果的行为表示“遗憾”或“失望”，连“谴责”（condemn）一词都极少使用，反而谴责伊朗在美国极限施压下的反制行为，等于变相地把冲突升级的过错归咎于伊朗。同时，欧洲也开始表达对既有的伊核协议效力的质疑。比如，2020年1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跟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重申他们对伊核协议承诺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确立一个长期框架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45]。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就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问题进行讨论，似乎是在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安全关切。
欧洲在行动上也间接地偏向美国。就在苏莱曼尼被暗杀大约一周后，欧洲启动了伊核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英、法、德三国给出的理由是，不接受伊朗有权减少对伊核协议承诺的观点，它也没有法律理由停止执行协议的规定[46]。这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至彼时，欧洲对伊朗逐渐不履约行为最强烈的回应，欧洲的姿态也更为靠近美国，意图通过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逼迫伊朗重新遵循相关承诺。而且，欧洲也没有在贸易往来支付系统成立一周年之际，利用该机制与伊朗进行交易。
对欧洲而言，伊朗的强硬姿态不利于伊核协议的存续，后者铀浓缩能力的提升不仅意味着增加了地区核扩散的风险，还可能激起美国或以色列的过度反应并导致地区冲突，而伊朗试射弹道导弹及相关的地区活动也不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这些都对欧洲构成威胁。因为尽管相关威胁对欧洲并非迫在眉睫，然而在欧洲看来，伊朗摆出的姿态无疑会损其安全利益。对英、法、德来说，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也促使其在相关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更为接近，而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使该协议破裂的可能性增大。所以，即便欧洲不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措施，但伊朗强硬姿态加大了欧洲的威胁感，影响了欧洲的政策选择，使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靠近美国。不过，在松散联盟关系中，内部分歧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对美政策表现出更多的疏离性特征。虽然外部威胁可以部分缓解前者对联盟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但不同于“大军压境”造成的紧迫感，并非迫在眉睫且不直接影响成员国本土的威胁，使成员国政策调整的空间受限，导致其对美国政策进行配合的协调度不高，且持续时间也比较短暂，毕竟此时国家的政策协调主要基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而非自身的主观意愿。这也部分解释了局势缓和后，欧洲又开始抨击美国，其对美政策又开始显现更多疏离性的原因。
第三阶段：“敲打”美国
不同于美国，欧洲对伊朗强硬态度的背后主要是让后者回到遵守伊核协议的轨道。因此，在欧美分歧严重程度没有显著变化，且美伊双方因苏莱曼尼的死亡所导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后，欧洲又开始批评和制衡美国，并相应减少了对伊朗的谴责。
欧洲在敦促伊朗遵守其对伊核协议承诺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美国施加对伊朗制裁的失望和不满，因为欧洲认为美国的相关行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当美国于2020年5月结束对伊核协议的第三批制裁豁免后，英、法、德三国以及欧盟对此深表失望，并强调将与其他伙伴评估美国该决定的后果[47]。此后，三国又发布联合声明，在表明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及伊朗的地区活动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提醒美国单方面试图触发联合国快速制裁的企图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48]。“在欧盟看来，将制裁作为唯一的手段来处理伊朗核问题，显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49]340，而且德、法两国领导人本身就对特朗普缺乏好感。
此阶段欧洲对美政策体现出更多的疏离性色彩。2020年4月，欧盟利用贸易往来支付系统完成了与伊朗的医疗物资交易[50]22，即便此举可能招致美国的制裁。同年9月1日，当美国表示安理会的规则将导致对伊朗制裁的恢复后，英、法、德三国及欧盟代表指出，美国已从伊核协议退出，不再是协议的参与方，因此无权要求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欧洲也不支持美国的这一请求[51]。而此前三国就已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关于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欧洲此举可谓是在政治上拒绝了美国已退出伊核协议但却仍希望享有“俱乐部特权”的要求。
一般而言，联盟可以通过职能的调整及任务的扩展等形式部分化解内部分歧。不过，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欧美不仅没能在初始阶段较好地协作应对，反而还出现合作迟滞及扯皮的现象，比如为求自保，特朗普政府未同欧洲盟友协调就对后者实施旅行禁令，也未能及时向欧洲提供相关援助。这无疑扩大了欧美之间的既有分歧，加剧了欧美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也降低了美国在其欧洲盟友间的领导力，即“北约及其成员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也证实了欧美之间的战略分歧与观念分野仍处于蔓延状态”[52]18。欧美并没有因应对疫情而使分歧减少，特朗普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地不顾及盟友的利益，比如从德国撤离部分美国军队、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此外，虽然已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伊朗也基本没向外界过多地展现其强硬姿态。因此，当内部分歧占据主导地位，成员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导国进行制衡。与此同时，外部威胁的强度无明显变化而损害成员国利益，且主导国没有因为联盟整体利益的考量让渡局部利益，从而引导联盟态势的转变。这都使得处于联盟松散态势中的欧洲对美政策有较多疏离性特征。
（二）较松散联盟关系：配合美国
在美国大选结果基本成定局后，欧洲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立场开始向美国靠拢。虽然欧美仍存在较大分歧，特朗普还在台上，但欧洲看到了修复欧美关系的契机并将对伊朗强硬的姿态视为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手段。比如，在拜登当选后，马斯声称伊核协议可以“复活”了[53]。并且，除了表示需要扩充既有协议，达成一份符合欧洲利益的“伊核协议+”模式的新协议外，在伊朗宣布其将在纳坦兹燃料浓缩厂再安装三个先进离心机后，英、法、德发布了联合声明，强调该行为将危及三国就维护伊核协议所做的努力，并表示对拜登关于伊核协议的讲话，以及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伊朗有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的提议表示欢迎[54]。不难看出，部分缘于对欧美合作前景的乐观判断以及伊朗再次展现强硬姿态的缘故，欧洲三国转变了此前的立场，试图达成增加伊朗弹道导弹及其在相关地区活动等涵盖范围更广的协议。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沿用对伊朗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的极限施压政策，但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外交方式并联合盟友来解决伊朗核问题，有明显“去特朗普化”的趋势，也更为契合欧洲的行事理念和手段。因此，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欧美修复联盟关系的态势都在增强，疏离姿态也得到缓解，形成了较为松散的联盟关系状态。不仅如此，伊朗在这一时期也展现了诸如加强铀浓缩能力、试射弹道导弹、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实地核查及在波斯湾与美军对峙等强硬的应对姿态，并选举出了一个对西方更为强硬的保守派领导人，这在增加欧洲威胁感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欧洲向美国靠拢的态势，并促使欧洲主动配合美国，基本不再采取此前若即若离的姿态。欧洲关于伊核协议声明的态度、立场发生了较大转变，与美国站在了同一阵线，其关于伊核协议的政策声明几乎就是美国的“翻版”。不同于特朗普时期欧洲声明具有反复的特征，相关欧洲领导人会对美国的制裁举措进行抨击，并将美国的行为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拜登上台后，欧洲的声明已大为淡化乃至不提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制裁行为，认为拜登政府关于以谈判为手段恢复伊核协议的倡议是积极的，又开始更为频繁地单方面指责伊朗，将伊核协议恢复会谈的停滞以及使协议“空洞化”的可能结果归咎于伊朗“不负责任”的行为,强调是伊朗而非美国的行为可能会使相关方错失恢复伊核协议的良机，并附和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遵守相关承诺，与仍然不是伊核协议参与方的美国发布了三次剑指伊朗的联合声明[55]，其范围涵盖伊朗的核项目、地区活动及弹道导弹计划等。而在美国宣布恢复几项与伊朗协议相关的制裁豁免后，欧洲又把“皮球”踢给了伊朗，表示后者应利用该契机来恢复协议[56]，直接向伊朗施压。此外，欧洲还通过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联合向伊朗施压，完全配合了美国的安全关切，仿佛伊朗才是退出并导致僵局的一方，对美国仍然不是协议参与方却选择性地予以忽视。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行动上展现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英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而法、德则选择“置身事外”，并考虑组建欧洲主导的护航行动以降低敏感度。拜登上台后，法国则参与了美国主导的阿拉伯海和阿曼湾联合海军演习[57]，似乎不顾及该行为是在向伊朗发出挑衅性信号并可能刺激后者。这与奥巴马时期，英、法派遣舰艇到霍尔木兹海峡巡航以支持美国航母的行动相似[58]8，因为欧美双方的政策契合度更高。此外，欧洲不仅对贸易往来支付系统避而不谈，目前也没有再次将该系统用于包括医药、医疗设备等人道主义物资的交易，而这些物资对于久经制裁且深受疫情困扰的伊朗来说是亟需的。不难发现，欧洲也参与到了美国对伊朗的施压进程之中，以逼迫后者回到协议谈判中并作出有利于欧美联盟的让步。
联盟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的互动，改善了欧美关系并使欧洲对美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无论是伊朗提升铀浓缩能力，还是试射弹道导弹及其相关的地区活动，都从主客观上强化了欧洲对伊朗威胁感。而且，相对于保守、强硬和敌视西方的莱西（Ebrahim Raisi），欧洲更为倾向于与较为亲西方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打交道。同时，不同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政府在恢复并维持伊核协议方面跟欧洲的政策和态度总体一致。此外，该政府在诸如钢铝和汽车关税、“北溪二号”等问题上不再那么“赤裸”地同欧洲争利，而是选择性让步，欧洲也“投桃报李”，比如拜登政府取消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钢铝加征的部分关税，欧盟则下调对美报复性关税。这有助于降低欧美分歧的严重程度，修复跨大西洋关系，这和欧美关系从松散联盟态势进入到较松散联盟态势密切相关。至此，内部分歧的主导地位被“冲淡”，并与外部威胁达到动态的平衡，成员国政策疏离性相应减少，政策制衡特征不再那么明显，也提高了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比重，且其持续的时间要长于松散联盟态势。因为不同于该态势下的协调更多缘于外部威胁的推动，较松散联盟态势的成员国政策协调既有外部威胁推动的缘故，也得益于成员国相互让渡利益使内部分歧减少使然。
从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到拜登上台至今，欧洲的对美政策呈现以下规律：当欧美分歧严重而伊朗姿态温和时，政策的疏离性比重较大；当欧美分歧严重程度基本不变但伊朗姿态转为强硬时，政策的协调性成分相应增大；而当欧美分歧严重程度得以缓解且伊朗恰巧对外展现强硬姿态，并增大欧洲威胁感时，政策的协调性比重进一步提升，且与美国的相关政策同步。这缘于联盟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的互动所造成的不同欧美关系态势，不同态势下的欧洲对美政策会呈现出偏重协调性或疏离性，欧洲的对美政也因此出现波动与反复。

四、结语

通过分析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两个变量如何影响联盟关系态势变化，笔者试图提出一个能够解释不同时期欧洲对美政策及其反复变动的分析框架。欧美关系及欧洲对美政策并非仅受外部威胁或内部分歧单一变量的影响而呈现线性变化，而是基于威胁与分歧二者互动而变动的。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关于欧美联盟及欧洲对美政策的理解，但由于他们通常只考虑其中一个变量或忽略两个变量联系机理的考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欧美联盟及欧洲对美政策的复杂性，造成其解释力的不足。因此，本文基于联盟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提出的欧洲对美政策分析框架，是理解欧美联盟疏离关系态势及欧洲对美政策一个新切入点。就欧美联盟而言，其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威胁和内部分歧二者的平衡关系状态，不同的互动状态会使欧美关系处于不同态势，而态势的差异会导致欧洲对美政策呈现不同取向，欧洲对美政策也因此处于协调性主导和疏离性主导之间反复变动。
特朗普执政时期，欧美关系处于松散联盟的关系区间。在美国退出协议初期，也是欧美诸多分歧和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而此时伊朗的行为较为克制，仍然遵守伊核协议的承诺，所以欧洲在该阶段将矛头基本指向美国，其政策具有较强的疏离性色彩。然而，由于欧洲内部的分裂、实力不足等缘故，欧洲的相应举措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对美国不对称的安全依赖使欧洲的疏离性政策难以持久。在欧美分歧不变，但美伊关系持续恶化且伊朗姿态转向强硬后，欧洲的针对对象就换成了伊朗，欧洲在伊核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开始与美国趋近，甚至一度启动了争端解决机制，对美政策协调性成分增加。因为对欧洲而言，伊朗在该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是对伊核协议存续及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所以，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后，欧洲又开始把矛头对准美国，对美政策的疏离性比重增加。拜登上台后，欧美关系位移至较为松散联盟的关系区间，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性成分比重增加，其在处理伊核问题方面也几乎与美国“同步”，这缘于欧美分歧严重程度的减轻及伊朗姿态转为强硬的共同影响。
欧洲对美政策对当前处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有重要启示：从内部分歧来看，欧美联盟存在以下主要分歧：第一，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对一些欧洲人来说，他们有一个核心目标，即不仅要从“俄罗斯帝国主义（Russian imperialism）”手中恢复欧洲的自治，还要从美国的保护中创建欧洲的自主。随着苏联的解体，该目标变得更为明确[59]80。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方面，也体现在防务领域。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在不挑战美国跨大西洋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减轻美国防务分担，但战略自主却意味着欧洲需要拥有独立于美国的防务能力并能够自主决策。第二，关于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欧洲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再三强调的印太。该转移进程表明美国减少对欧洲战略与安全方面关注和投入的同时，后者不仅需要更多地承受来自俄罗斯的压力，还要分散部分军事力量到印太地区与美国协调，但又不意味着欧洲从美国那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比如，俄乌冲突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战略重心转移的趋势，欧洲却要承担增加防务支出、与俄罗斯关系转恶、天然气价格上升、接受难民的代价，但北约的决策机制并没有发生有利于欧洲的显著改变。第三，虽然拜登领导的美国使欧美分歧严重程度有所减缓，但相关争端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美国极化严重且特朗普或其代表者可能“东山再起”的情况下，欧洲也需考虑拜登政府利益让步的有限性和日后分歧再度“爆发”的可能。
从欧美联盟的外部威胁来看，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全方位的威胁，并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由于在价值观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欧美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挑战方面存在共同点。但与此同时，不像美国对中国认知充满了负面色彩，欧洲也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且中国与欧洲不存在明显的安全矛盾，欧洲也不希望中欧对立。同时，欧美对华贸易存在不一样的依赖度，相比于美国，欧洲更为依赖于中国市场[60]2。所以欧美对中国的认知和利益存在一定差距。此外，在俄乌冲突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和政策，不因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而选边站队，也有利于欧洲对华认知不倒向负面，使双边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得以维持。不仅如此，当下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加强与美国协调虽有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而为之的成分，不过也有将之作为修复与美国关系进而提升自己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考虑，并非真的希望选边站队并遏制中国，况且这背后也有美国压力推动的因素，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完全倒向美国。因此，中国不应成为欧美联盟眼中的所谓“外部威胁”因素，也不是其外部威胁的“助推力量”，以免被其利用。
[bookmark: _GoBack]从外部威胁和内部分歧的互动来看，当前欧美关系既可能向第一和第二象限移动，也可能朝第四象限移动，这主要取决于其外部威胁与内部分歧二者如何互动及何者占据主导地位。欧美联盟的裂痕并非起始于特朗普，欧美疏离态势也不会终止，阿富汗撤军、美英澳核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等亦增加了欧洲对美国的战略疑虑，从而影响欧洲对美政策的协调度。同时，虽然欧美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有一定共识，但欧洲不将中国视为威胁，降低了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的可能性。说明欧美关系关于中国议题方面，威胁变量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欧洲对华政策与美国协调的度是有限的。因此，在欧美关系处于较松散的关系态势、欧洲对美政策仍具有疏离性比重，但协调性成分已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围绕新疆、香港人权及欧洲军舰进入印太地区等问题，中国应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适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而不过多展现过于强硬的反击姿态，即“中国是与狼共舞，而不是战狼”，可以给欧洲政策的选择有更多回旋余地。此外，在中俄关系提升，但欧洲因俄乌冲突把俄罗斯视为“侵略者”的情况下，中国应适当保持与俄罗斯的距离，加强与欧洲的沟通，为局势的缓解和政治解决出力，不使欧洲产生中俄联合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想法，进而联合美国对华施加更大压力。在欧美分歧严重程度减缓的情况下，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的协调，将部分取决于中国对欧洲持何种姿态：对欧洲不适当的强硬回应，可能会不经意间充当促使欧美关系朝第二象限移动的因素，并导致欧洲进一步倒向美国，增加对美政策的协调性，使中欧关系成为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牺牲品”。不刺激欧洲而进行适当的反制，巧妙地利用欧美关系分歧，则可能给予欧洲更多的战略自主操作空间，并能够部分地分化欧美联盟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因为在外部威胁变量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欧洲对美政策是协调还是疏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内部分歧。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雄心及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能减少中欧之间不必要的矛盾或冲突，还可以降低美国利用中欧分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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